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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公平在早期加工阶段影响 

个体实际结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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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的研究表明, 机会公平会影响个体实际结果的评价, 但尚不清楚这种影响是仅发生在早期阶段还是

同时发生在早期和晚期阶段。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控制主观预期与实际预期的差异以及个体机会数的

变化, 并进行主成分分析以控制脑电成分的重叠, 探讨了在竞争情境中, 机会公平影响个体实际结果评价的认知

加工进程。实验采用 3 (机会条件：有利机会不公平(AI)、机会公平(OE)、不利机会不公平(DI)) × 3 (实际结果：赢、

平局、输)被试内实验设计。行为结果表明, 机会公平和个人实际结果在愉悦感评分上存在显著交互作用, 表明机

会公平会影响个体对实际结果的评价。ERP 结果表明, 当被试赢时, 三种机会条件诱发的原始 FRN 和 PCA-FRN

波幅无显著差异; 当被试输时, AI 和 DI 比 OE 诱发了更负的原始 FRN 和 PCA-FRN 波幅, 表明机会公平在认知加

工的早期阶段影响个体实际结果的评价, 当处境不利时, 个体对机会公平更加敏感。同时, 机会条件不影响原始

P300 和 PCA-P300 波幅, 平局比输和赢诱发了更大的 PCA-P300 波幅, 这表明在个体实际结果评价的晚期加工阶段, 

更重视结果公平, 对公平的结果投入了更多的注意资源。这些结果表明机会公平对个体实际结果评价的影响主要

发生在早期阶段, 支持了“人们对结果公平的关注强于机会公平”这一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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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党

的十九大报告 12 次指出公平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

告 13 次提出公平问题, 报告一再强调公平正义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

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公平正义, 并针

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形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公平正义观。人

们在社会交往中显著偏好公平正义 , 追求社会公

平。研究发现 , 当个体或他人遭受不公平对待时 , 

会表现出不满和怨恨, 有时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来

惩罚对方, 以实现公平(Chen et al., 2023; Yang et al., 

2022)。 

社会公平包括两个维度：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

(Aoki et al., 2014; 2015)。结果公平是指社会生活中

同等付出的个体获得同等的结果。例如做了同样工

作的雇员从雇主那里得到相同的工资 (罗艺  等 , 

2013)。机会公平是指人们拥有同等的参与权利和

争取机会 , 以获得满意的结果(Long et al., 2022; 

Yang et al., 2022)。如在住房、教育及政治参与等方

面拥有平等的机会。机会公平的关键特征是机会公

平不保证结果公平(Aoki et al., 2015; Long et al., 

2022)。 

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结果公平, 而对机会公平

的了解相对较少(Aoki et al., 2015; Long et al., 2022; 

Yang et al., 2022)。与结果公平一样, 机会公平也是

现代社会普遍推崇的社会目标, 并在医疗保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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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福利、教育、政治参与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有深

远的影响(Aoki et al., 2015)。例如, Vicente 等(2021)

认为, 增加教育机会公平可以增强学生的挫折抵抗

力, 提高人口素质, 加快国家发展。党的二十大报

告也指出, 要促进机会公平。 

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之间既存在一些相似性, 

也存在一些差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 Yang 等

(2022)直接比较了被试对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评

价, 发现人们对机会公平的评价在以下几个方面与

结果公平表现出了相似性：(1) 人们也同样厌恶机

会不公平, 表现出对公平的偏好; (2) 人们也会以

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 , 拒绝机会不公平的提议; 

(3) 在损失背景下(对债务进行分配)人们体会到的

不公平感, 显著强于获得(对奖励进行分配)背景下

人们体会到的不公平感。同时, 他们的研究也揭示

了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之间的一些差异。例如, 他

们发现 , 与机会公平相比 , 人们更致力于结果公

平。在他们的研究中, 人们对机会不公平的接受率

显著高于结果不公平; 人们对机会不公平的公平感

也显著高于结果不公平的公平感。关于机会公平和

结果公平脑激活的研究也揭示了两种类型的社会

公平之间可能存在差异。Aoki 等(2014)首次采用功

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 测量了机会公平加

工的大脑激活, 发现个体对机会公平加工的脑区位

于腹内侧前额叶。Feng 等(2015)对结果公平的 fMRI

研究进行了元分析, 发现结果公平激活多个大脑区

域, 包括前脑岛、腹内侧前额叶、背侧前扣带回、

背外侧前额叶、腹外侧前额叶和背内侧前额叶。不

过, 由于两者所涉及的任务不同, 尚不清楚这种差

异是由任务的差异引起的, 还是由机会公平和结果

公平的差异引起的。 

以前关于机会公平的研究表明, 机会公平会影

响个体实际结果的评价。例如, 采用一项非竞争性

任务(即个体实际结果的输赢并不依赖于对手的表

现), Yang 等(2022)发现在机会公平条件下, 个人实

际结果出现之前和出现之后的公平感都没有显著

差异。然而, 在不利机会不公平条件下, 当自己的

实际结果是好的时候, 无论对手的结果是好还是坏, 

个人实际结果出现之后的公平感均比出现之前显

著增加。当自己的结果是坏, 同时对手的结果也是

坏的情况下, 个人实际结果出现之后的公平感均比

出现之前显著增加。但是, 当自己的结果是坏, 同

时对手的结果是好的情况下, 实际结果出现之前和

出现之后的公平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

显示机会公平影响个体实际结果的公平感评价。  

一 些 研 究 通 过 事 件 相 关 电 位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技术, 进一步探讨了机会公平如何

以及何时影响个体实际结果评价, 因为 ERPs 技术

可以在毫秒级时间精度上跟踪认知加工过程(Luck, 

2014)。Long 等(2022)报告了在非竞争条件下, 机会

公平影响个人实际结果评级的 ERP 反应(见他们的

补充材料)。在他们的报告中, 当个体实际结果出现

后, 机会公平会影响 P2 (刺激出现 100~200 ms 后诱

发的、发生在大脑前部的正偏转)和 FRN [feedback 

related negativity, 刺激出现 200~400 ms 后诱发的、

发生在大脑前部的负偏转。也被称为 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 (MFN), 或者 reward positivity (RewP)]波

幅。但是, 机会公平并不影响个体实际结果诱发的

P300 (刺激出现 300~600 ms 后诱发的正偏转)。Leng

和 Zhou (2010)认为, 在结果评价加工过程中, FRN

代表了早期的半自动化的初级加工, P300 代表了晚

期的精确的深度加工。在 Long 等(2022)的研究中, 

P2 比 FRN 出现的时间更早。因此, Long 等(2022)

的结果表明, 在非竞争条件下, 机会公平对个体实

际结果评价的影响发生在早期阶段, 而对晚期阶段

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人们在实际结果评价

的晚期阶段更关注实际结果本身, 该结果进一步支

持了 Yang 等(2022)提出的人们对结果公平的关注

强于机会公平这一假设。 

然而, Long 等(2018)发现, 在竞争条件下, 机

会公平不仅影响个体实际结果评价的早期阶段, 也

影响晚期阶段。在这项 ERP 研究中, 实验采用双人

掷骰子任务。被试掷骰子的次数可能有一次、两次

或三次, 而对方掷骰子的次数被固定为两次。根据

双方掷骰子次数的相对差异, 机会公平性被分为三

个 条 件 ： 有 利 机 会 不 公 平 (advantage opportunity 

inequity, AI, 被试掷骰子的次数多于对方)、机会公

平(opportunity equity, OE, 双方掷骰子的次数相同)

和不利机会不公平(disadvantage opportunity inequity, 

DI, 被试掷骰子的次数少于对方)。在每个试次中, 

当被试所有骰子中的最大点数比对手所有骰子中

的最大点数大时, 被试赢, 否则为输。此时, 个体

的实际结果依赖于对手的表现 , 表现为竞争性环

境。他们的结果发现, DI 诱发的 FRN 波幅显著大于

OE 和 AI; 同时, 他们也发现, 机会条件和个体实

际结果在诱发的 P300 波幅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当被试赢时, OE 诱发的 P300 波幅显著小于 AI 和

DI。当被试输时, 三种机会条件诱发的 P300 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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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在竞争背景下, 机会公平会同时影响个体实际结果

评价的早期和晚期过程。 

但是, Long 等(2018)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 

这些局限可能对他们的研究结论产生了影响。首先, 

Long 等(2018)没有控制每个机会公平条件下的预

期收益。在该研究中, 最终结果是由所有可用骰子

掷完后产生的最大点数来确定的, 这表明每个骰子

对最终结果都有潜在的贡献。被试会认为他们在有

利机会不公平试次中获胜的概率更高, 而在不利机

会不公平试次中获胜的概率更低。然而, 在他们的

研究中, 对于每个机会条件, 被试输赢的概率被人

为调整为均为 50%。因此, 他们观察到的 ERP 结果

可能反映了预期和实际回报之间的差异(Yang et al., 

2022)。其次, Long 等(2018)的研究中, 被试的机会

数会在不同的试次间发生改变。研究表明, 无论机

会是否决定结果, 机会数的改变均显著影响个体对

其实际结果的评价(Stolz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1)。最后, Long 等(2018)没有控制 FRN 与 P300

的成分重叠问题。研究表明, 在结果评价的 ERP 反

应中, 存在 FRN 与 P300 的成分重叠(Krigolson, 

2018)。他们的 FRN 结果可能受到 P300 的影响, 而

P300 的结果也可能受到 FRN 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研究在竞争环境下, 机会公平对个

体实际结果评价的影响, 我们对 Long 等(2018)的

研究设计进行了改进。与 Long 等(2018)的研究类似, 

本研究采用 ERP 技术, 探讨在竞争性社会背景下, 

机会公平对个体实际结果评价的影响。实验任务为

双人选牌任务。在这个任务中, 为了控制结果预期, 

本研究与 Yang 等(2022)的操作一致, 要求双方从自

己的可选牌数中仅选择一张牌。但与 Yang 等(2022)

的实验中的非竞争性社会情境(两位参与者的结果

相互独立)不同, 本研究要求被试需要将自己的牌

面的数字大小与对方牌面数字大小进行比较, 表现

为竞争性社会情境。同时为了进一步控制结果预期, 

与 Long 等(2018)的研究中不同的试次之间被试的

机会数会发生改变不同, 在本研究中, 被试的机会

数被固定为 4, 即被试在每个试次中的可供选牌数

被固定为 4 张。他们对手的机会数不固定, 可能有

2 张、4 张或 6 张牌。根据双方机会数的相对差异, 机

会公平性分为 3 个条件：有利机会不公平(AI)、机

会公平(OE)和不利机会不公平(DI)。考虑到生态效

度, 除了金钱上的输赢结果, 我们还加入了平局这

一可能性。因为在日常赌博游戏或竞技比赛中, 平

局和输赢一样, 都有机会出现。为了控制结果概率

对 ERP 反应的影响, 在本实验中, 三种可能的个体

实际结果出现的概率是一样的, 均为三分之一。为

了控制 FRN 和 P300 的重叠, 我们对 ERP 成分执行

了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 

PCA 是 一 种 通 常 被 用 来 分 离 ERP 成 分 的 技 术

(Krigolson, 2018)。ERP 实验结束后, 与 Yang 等

(2022)的实验操作类似, 被试需要分别在个体实际

结果出现之前(反馈前)和出现之后(反馈后)评定每

种条件的公平程度。与 Yang 等(2022)的实验操作不

同, 被试也需要分别在反馈前后评定每种条件的愉

悦程度。 

关于行为结果, 在公平感方面, 我们预测 OE

的公平感评级显著高于 AI 和 DI, 这与 Long 等

(2018)的结果一致。我们也预测被试输时的公平感

评级显著低于赢, 这与结果公平的研究一致(Yang 

et al., 2022)。关于个体实际结果出现前后(反馈前后)

公平感的变化, 当被试赢时, 我们预测反馈后比反

馈前有更高的公平感评级, 因为在 Yang 等(2022)

的研究中, 只要被试赢了, 反馈后的公平感显著高

于反馈前。当结果为平局时, 我们预测反馈后的公

平感也显著高于反馈前, 这是因为在 Yang 等(2022)

的研究中, 当被试赢了对手也赢了, 或者被试输了

对手也输了, 相当于表现出了平局时, 反馈后的公

平感也显著高于反馈前。当被试输时, 我们预测反

馈前后公平感评级没有显著变化。因为在 Yang 等

(2022)的研究中, 当被试输了而对手赢了时, 反馈

前后公平感评级没有显著变化。 

在愉悦感方面, 我们预测 OE 和 AI 的愉悦感评

级显著高于 DI, 这与 Long 等(2018)的结果一致。

我们预测赢的愉悦感显著高于输, 与结果评价的研

究结果一致(Qi et al., 2020)。我们预测平局的愉悦

感与输类似, 因为关于平局的研究表明, 人们对平

局的反应与输类似(Dyson et al., 2020; Holroyd et al., 

2006)。关于反馈前后愉悦感的变化, 我们预测当被

试赢时, 反馈后的愉悦感显著高于反馈前, 当被试

平局和输时, 反馈后的愉悦感显著低于反馈前。 

关于 ERP 结果, 我们主要关注 FRN 和 P300。

关 于 FRN, 我 们 预 测 被 试 输 比 赢 诱 发 了 更 大 的

FRN, 与经典研究一致(Holroyd & Coles, 2002)。我

们也预测平局比赢诱发了更大的 FRN, 这也与已

有文献一致 (Dyson et al., 2020; Holroyed et al., 

2006)。但是, 已有文献关于研究平局和输诱发的

FRN 波幅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存在不一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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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发现平局或中性的反馈与输诱发的 FRN

波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Dyson et al., 2020; Hajcak 

et al., 2006; Holroy et al., 2006; Kujawa et al., 2013), 

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平局或中性的反馈比输诱发更

大的 FRN 波幅(Funkhouser et al., 2020; Huang & Yu, 

2014; Li et al., 2016; Müller et al., 2005)。 

基于经典的强化学习理论 (Holroyd & Coles, 

2002), Stewardson 和 Sambrook (2023)指出, FRN 研

究结果的不一致, 是由于 FRN 可以同时反映三种

预期错误：基于效价的预期错误 (prediction error 

valence), 即判断结果比预期好还是坏 , 但不涉及

好坏的程度, 这种预期错误也被称为有方向的预期

错误(signed prediciton error); 基于值的预期错误

(value prediction error), 即结果比预期好坏程度的

判断; 动机凸显(motivtional salience)的预期错误 , 

即结果是出乎意料的或者是大的结果, 这种预期错

误也被称为无方向的预期错误(unsigned prediction 

error)。通过元分析, Stewardson 和 Sambrook (2023)

进一步提出, 基于效价的预期错误先于基于值的预

期错误发生, 且基于效价的预期错误受凸显的预期

错误的影响。 

Hajcak 等(2006)和 Janssen 等(2016)认为, FRN

反 映 的 是 实 际 结 果 好 坏 的 快 速 二 分 判 断 。 结 合

Stewardson 和 Sambrook (2023)对 FRN 的解释, 我

们认为, FRN 主要反映的是效价的预期错误, 根据

任务的需要, 进一步反映值的预期错误, 且受到凸

显预期错误的影响。因此, 我们预测, 在 AI 和 DI

条件下, 输跟平局诱发的 FRN 差异不显著, 这跟

Dyson 等(2020)、Hajcak 等(2006)、Holroy 等(2006)

和 Kujawa 等(2013)的研究一致。而在 OE 条件下, 

我们预测, 平局会比输诱发了更大的 FRN。因为在

我们的研究中, 机会公平且结果也公平的条件仅占

1/9, 而其他条件下, 要么机会不公平, 要么结果不

公平, 使得 OE 条件下的平局凸显, 反映了凸显的

预期错误对 FRN 波幅的影响, 这与 Huang 和 Yu 

(2014)与 Müller 等(2005)人的研究一致。我们进一

步预测, 被试赢时, 机会条件诱发的 FRN 波幅差异

不显著。这是因为在竞争性背景下, 个体的目的是

赢 , 而赢家不抱怨竞争环境的公平性 (Xie et al., 

2022; Hansson et al., 2021)。当结果为平局时, 由于

OE 条件下的平局导致的凸显预期错误, OE 会诱发

更大的 FRN; 当被试输时, 不公平机会条件(AI 和

DI)比公平条件诱发更大的 FRN 波幅。这是因为当

被试输时, 个体会对公平更加敏感(Hansson et al., 

2021; Trautmann & van de Kuilen, 2016)。此时, 不

公平机会条件(AI 和 DI)比公平条件诱发更大的

FRN 波幅, 因为 FRN 对公平敏感(Liu et al., 2022; 

Rodrigues et al., 2022; Hu & Mai, 2021)。 

关于 P300, 已有文献表明 P300 主要反映的是

注意的分配和反馈结果的动机重要性 (Hajcak & 

Foti, 2020)。Yang 等(2022)指出, 与机会公平相比, 

人们更致力于结果公平。因此我们预测在晚期阶段, 

机会公平的效应被遮蔽 , 被试更关注结果的公平 , 

此时平局比赢和输诱发更大的 P300 波幅。 

2  方法 

2.1  被试 

使用“Power ANalysis for GEneral ANOVA”工具

(PANGEA: https://jakewestfall.shinyapps.io/pangea/; 

Judd et al., 2017; Westfall et al., 2015)来确定被试

量。具体来说, 自定义设计指定了以下 3 个因子：

被试(随机和交叉), 机会条件(固定和交叉)和实际

结果(固定和交叉)。其目的是基于 3 个指定的参数

(其它参数设置为默认值)来检测机会条件和个体实

际结果之间的交互作用。PANGEA 显示效应量 d = 

0.45, 在当前设计中, 每个被试在给定实验条件下

的观察次数为 32 次。该分析表明, 为确保 95%的

统计效应量, 至少需要 23 名被试。为了防止潜在的

样本丢失并增加结果的稳定性, 我们有偿招募 35

名在校大学生, 母语均为汉语, 右利手, 视力正常

或矫正后视力正常, 无红绿色盲和精神疾病史。其

中 4 名被试由于其 ERP 伪迹试次超过 25%而被剔

除(Luck, 2014), 最后共计 31 名被试(19 名女性)的

数据纳入分析, 平均年龄为 19.52 岁(SD = 1.46)。实

验前, 被试均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书。此外, 被试

被告知, 他们最终的实验报酬由两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是基本奖励(60 元), 第二部分是由所有实验结

束后, 随机抽取正式实验中的两个试次的结果来决

定, 抽到“赢”的试次增加 5 元, 抽到“输”的试次减

少 5 元, 抽到“平局”则不加不减。因此, 每个被试

的最终报酬在 50~70 元之间。 

2.2  实验设计、材料 

采用 3 (机会条件) × 3 (个人实际结果)被试内

实验设计。其中, 机会条件包括 3 个水平： 有利机

会不公平(被试有 4 张牌可供选择, 同伴有 2 张牌可

供选择, AI)、机会公平(被试有 4 张牌可供选择, 同

伴也有 4 张牌可供选择, OE)、不利机会不公平(被

试有 4 张牌可供选择, 同伴有 6 张牌可供选择,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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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实际结果包括 3 个水平：赢(win, W)、平局(draw, 

D)、输(loss, L)。因此, 实验共包括 9 种条件：有利

机会不公平时赢(AI-W)、有利机会不公平时平局

(AI-D)、有利机会不公平时输(AI-L)、机会公平时

赢(OE-W)、机会公平时平局(OE-D)、机会公平时

输(OE-L)、不利机会不公平时赢(DI-W)、不利机会

不公平时平局(DI-D), 不利机会不公平时输(DI-L)。

因变量为公平感评分、愉悦感评分及每种条件下诱

发的脑电波波幅。 

2.3  实验程序 

实验前, 被试会被介绍给一个同性别的陌生人

(实验助手)认识, 并被告知, 他们将与该同伴在不

同的房间完成接下来的纸牌游戏, 这两个房间会通

过电脑相连。随后, 被试坐在电脑屏幕前 80 cm 处, 

开始实验。 

图 1 为研究的实验程序图。首先呈现黑色“*” 

500 ms, 然后一个空白屏将随机呈现 600~800 ms。接

下来, 可以供被试和其同伴选择的纸牌数呈现在屏

幕上, 持续 1000 ms, 黄色数字的多少代表被试可

以选择的牌数, 紫色数字的多少代表游戏同伴可以

选择的牌数(例如： 黄色数字是 4, 表示被试可以

在 4 张牌里选一张翻开, 紫色数字是 6, 表示游戏

同伴可以在 6 张牌里选一张翻开), 被试被告知, 每

张牌的牌面数字可能是 1/2/3/4/5/6/7/8 中的一种。

被试事先被强调, 自己的可供选牌数永远固定为 4

张牌, 对方则不固定, 可能是 2 张、4 张或 6 张牌。

空白屏呈现后被试选牌, 在此次游戏中, 被试和游

戏同伴分别有 8 个选牌位置, 电脑在随机情况下同

时向双方发牌, 紫色的牌(上排)是游戏同伴可以选

择的纸牌, 黄色的牌(下排)是被试可以选择的纸牌, 

被试通过在键盘上按下纸牌下的数字则可以选择

该纸牌(例如：按数字键“3”意味着选择第 3 张牌)。

选择完毕后, 一个空白屏将随机呈现 600~800 ms, 

紧接着出现被试本轮选择的结果 1500 ms, 为了让

刺激突出显示, 结果颜色为红色：“+”表示被试的牌

面数字更大, 被试赢; “−”表示被试输; “=”表示双方

牌面数字一样大, 平局。空白屏之后呈现被试及其

同伴的具体结果, 即所选纸牌上的数字的大小, 在

纸牌上方, 黄色的“+” “−”或“=”表示被试的输赢情

况 , 紫色的“+” “−”或“=”表示游戏同伴的输赢情

况。每位参与者共完成 288 个试次, 每种机会条件

为 96 个试次。在每种机会条件刺激下, 三种结果可

能出现的概率均为三分之一, 即均出现 32 次。每

72 个试次后, 被试可以进入休息时间。被试不知道

的是, 不同条件的试次在序列上由 E-prime 软件伪

随机化, 机会条件和选择结果都是预先确定的。在

正式实验之前, 为了让被试熟悉实验程序, 我们进

行了 9 次练习实验, 每种条件呈现一次。练习的实

验结果不记录。 

脑电实验完成, 被试需要分别在个体实际结果

呈现前后(反馈前后)分别评定每种条件的公平程度

及愉悦程度。使用 6 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分(1 = 非

常不公平, 6 = 非常公平; 1 = 非常不愉悦, 6 = 非

常愉悦)。例如, 被试在个体实际结果呈现前(反馈

前)需要评定：“看到你和对方可以选择的牌数, 你

觉得公平吗？”在个体实际结果呈现后(反馈后)需 
 

 
 

图 1  实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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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定：“根据你和对方可以选择的牌数, 看到这个

结果, 你觉得公平吗？”。 

2.4  脑电记录和预处理分析 

通过使用 64 通道放大器(Neuroscan, Herndon, 

VA, America)记录被试实验时的脑电数据。电极点

排布按照国际 10-20 系统的标准放置, 64 个电极位

点被安装在 Ag/AgCl 电极弹性帽中, 参考电极置于

FCz 上。垂直眼电(VEOG)记录的电极位于左眼眶

上方和下方, 水平眼电(HEOG)记录的电极点位于

左右眼眶外缘。在线记录的采样率为 500 Hz, 滤波

带通为 0.01~200 Hz。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电极阻抗

保持在 5 KΩ 以下。 

数据离线分析是借助于 MatlabR2014b 下的

EEGLAB 工具箱(EEGLAB v14.0.0.0b, Delorme & 

Makeig, 2004)和 ERPLAB 工具箱(ERPLAB v6.0, 

Lopez-Calderon & Luck, 2014)。为排除低频漂移与

高频噪音信号干扰, 对数据采用无限脉冲响应滤波

器 (IIR-Butterworth filters)进行滤波 , 高通阈限为

0.1 Hz, 低通阈限为 20 Hz。为排除市电干扰, 滤

50 Hz 陷 波 。 采 用 ICA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的方法对伪迹(眼动、眼电及肌电)进行校正, 

随后, 使用左、右乳突的平均振幅对 ICA 校正过的

数据进行重参考(Luck, 2014), 并将数据分段。只分

析个体实际结果诱发的脑电波, 从反馈前 200 ms

开始, 持续反馈后 1500 ms。剔除脑电电压绝对值

超过±75 µV 及滑动窗峰−峰波幅超过 65 µV 的试

次。最终, AI-W 条件下平均有 29 个试次(SD = 2.66), 

AI-D 条件下平均有 29 个试次(SD = 3.06), AI-L 条

件下平均有 29 个试次(SD = 2.77), OE-W 条件下平

均有 30 个试次(SD = 2.54), OE-D 条件下平均有 30

个试次(SD = 3.32), OE-L 条件下平均有 30 个试次

(SD = 3.29), DI-W 条件下平均有 29 个试次(SD = 

3.00), DI-D 条件下平均有 29 个试次(SD = 3.12), 

DI-L 条件下平均有 29 个试次(SD = 2.95)。 

2.5  数据分析 

行为数据分析。采用 2 (评估阶段：反馈前、

反馈后) × 3 (机会条件：AI、OE、DI) × 3 (实际结

果: 赢、平局、输)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测量

被试在实际结果呈现前后(反馈前后)的公平感及愉

悦感程度。 

ERP 数据分析。关于 FRN, Sambrook 和 Goslin 

(2015)的元分析表明, FRN 的最佳测量时间窗口为

240~340 ms, 且在 FCz 点最大。根据 Sambrook 和

Goslin (2015)和视觉观察 FRN 的头皮分布, 我们在

大脑头皮前中部的 F1, Fz, F2, FC1, FCz, FC2, C1, 

Cz 和 C2 九个电极点上, 选择 240~340 ms 的平均波

幅作为 FRN 波幅。为了减少统计假阳性, 我们平均

了这 9 个点上的 FRN 波幅进入下一步的统计(Luck 

& Gaspelin, 2017)。关于 P300, 根据以往的相关文

献(Li et al., 2010; Long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21)和对地形图的观察 , 我们在大脑头皮前中部

的 F1, Fz, F2, FC1, FCz, FC2, C1, Cz 和 C2 九个电极

点上, 选择 300~600 ms 的平均波幅作为 P300 波幅。

同样, 为了减少统计假阳性, 我们平均了这 9 个点

上的 P300 波幅进入下一步的统计。对 FRN 和 P300

波幅的统计, 均采用机会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两因素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为了排除 ERP 成分间重叠所带来的影响, 本

研 究 对 数 据 进 一 步 采 用 PCA 分 析 (Krigolson, 

2018)。根据 Dien (2010), PCA 分为两步进行：时间

(temporal) PCA 及空间(spatial)PCA。首先, 将每一

时间点作为变量进行时程 PCA 的处理, 对于那些

对数据解释的变异超过空数据集的因子才被保留

至接下来的分析。这些因子被用于 Promax rotation

的时程分析。该步骤的目的是为了让波峰发生在固

定时间段的因子被保留下来, 其他将作为伪迹被剔

除。时程分析后的因子将进一步做 Infomax rotation

的空间 PCA 分析。在空间 PCA 分析中, 电极点作

为变量进行处理。根据 Dien (2010), 经过 PCA 后, 

数据被重新建构成由因子模式的矩阵和标准偏差

构成的波形。在 PCA 的时程分析中提出了 14 个时

程成分, 在空间分析中提出了 7 个空间成分, 共 98

个成分, 解释了总变异的 89.18%。根据 Dien 等 

(2005)的建议, 并对每个 PCA 因子上的波形进行目

视检查 , 选择峰值电极点上的两个因子(TF2/SF1; 

TF3/SF1)作进一步统计分析。表 1 显示了所选的

PCA-ERP 成分。 

 
表 1  提取选定的 PCA 因子 

PCA 因子 成分 时程峰值点(ms) 空间峰值点 变异解释量(%)

TF2/SF1 FRN 268 FCz 12.49 

TF3/SF1 P300 466 FCz 9.57 

注：SF = 空间因素, TF = 时程因素 

 
关于 PCA-FRN, 与原始 FRN 一致, 我们在前

中部的 F1, Fz, F2, FC1, FCz, FC2, C1, Cz 和 C2 九个

电极点上, 选择 240~340 ms 的平均波幅作为 FRN

波幅。为减少假阳性, 将这 9 个点的 PCA-FRN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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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平均后进行统计。关于 PCA-P300, 与原始 P300

一致, 在前中部的 F1, Fz, F2, FC1, FCz, FC2, C1, 

Cz 和 C2 九个电极点上, 选择 300~600 ms 的平均波

幅作为 PCA-FRN 波幅。同样为减少假阳性, 将这 9

个点的 PCA-P300 波幅平均后进行统计。PCA-FRN

和 PCA-P300 波幅的统计, 均执行机会条件和实际

结果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在所有的数据分析中, 如违背球形检验, 根据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对 F 检验的 p 值进行偏差

矫正。显著效应的事后检验使用 Bonferroni 方法进

行校正。所有的统计分析, 均在 JASP (https://jasp- 

stats.org)软件中完成。用 ηp
2 作为测量方差分析效应

量大小的指标, 值分别为 0.01、0.06 和 0.14 时被认

为是小效应、中效应和大效应(Cohen, 1988)。 

3  结果 

3.1  行为结果 

表 2 展示了对公平感和愉悦感评分的 2 (评估

阶段：反馈前、反馈后) × 3 (机会条件：AI、OE、

DI) × 3 (实际结果：赢、平局、输)三因素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 3 展示了 9 种条件反馈前后的

公平感和愉悦感评分。 

公平感。反馈阶段、机会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三

阶交互作用不显著。反馈阶段和机会条件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机会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反馈阶段和实际结果的交互作用显著(表 2)。

合并机会条件后, 实际结果进入进一步分析, 统计

结果显示：当被试赢时, 反馈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F 
(1, 30) = 7.67, p = 0.01, ηp

2 = 0.20。反馈后的公平感

评分显著高于反馈前(p = 0.01); 当平局和被试输时, 

反馈阶段的主效应不显著(平局: F (1, 30) = 2.52, 

p = 0.12; 输: F (1, 30) = 2.00, p = 0.17)。反馈阶段

进入进一步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反馈前, 实际结 

 

果的主效应不显著, F (2, 60) = 0.02, p = 0.98。反馈

后, 实际结果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6.10, p = 

0.004, ηp
2 = 0.17。输诱发的公平感评分显著低于赢

和平局(ps < 0.05), 但赢和平局诱发的公平感之间

的差异不显著(p = 0.99)。机会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46.39, p < 0.001, ηp

2 = 0.61。OE 的公平感评

分显著高于 AI (p < 0.001)和 DI (p < 0.001), 且 AI

的公平感评分显著高于 DI (p = 0.016)。 

愉悦感。评估阶段、机会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三

阶交互作用不显著。机会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交互作

用呈边缘显著(表 2)。合并反馈阶段后, 当机会条件

进入进一步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当被试赢和平局

时, 机会条件的主效应显著(赢: F (2, 60) = 26.13, 

p < 0.001, ηp
2 = 0.47; 平局: F (2, 60) = 19.26, p < 

0.001, ηp
2 = 0.39)。OE 的愉悦感评分显著高于 AI 

(ps < 0.05)和 DI (ps < 0.001), 且 AI 的愉悦感评分

显著高于 DI (ps < 0.05)。当被试输时, 机会条件的

主效应显著, F (2, 60) = 7.08, p = 0.003, ηp
2 = 0.19。

OE (p = 0.004)和 AI (p = 0.018)的愉悦感评分显著

高于 DI, 但 OE 和 AI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79)。

当实际结果进入进一步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在 AI

和 DI 条件下, 实际结果的主效应显著(AI: F (2, 

60) = 14.49, p < 0.001, ηp
2 = 0.33; DI: F(2, 60) = 

12.46, p < 0.001, ηp
2 = 0.29)。赢的愉悦感评分显著高

于平局(ps < 0.01)和输(ps < 0.001), 但平局和输之

间的差异不显著(ps > 0.43)。在 OE 条件下, 实际结

果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41.12, p < 0.001, ηp
2 = 

0.58。赢的愉悦感评分也显著高于平局(p < 0.001)

和输(p < 0.001), 且平局的愉悦感评分显著高于输

(p < 0.001)。 

反馈阶段和机会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表 2)。

合并实际结果条件后 , 机会条件进入进一步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反馈前 , 机会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  

表 2  公平感和愉悦感评分结果 

变量 
公平感 愉悦感 

F p ηp
2 F p ηp

2 

反馈阶段 F(1, 30) = 2.01 0.17 0.06 F(1, 30) = 0.91 0.35 0.03 

机会条件 F(2, 60) = 46.39 < 0.001 0.61 F(2, 60) = 23.65 < 0.001 0.44 

实际结果 F(2, 60) = 3.01 0.059 0.09 F(2, 60) = 41.58 < 0.001 0.58 

反馈阶段 × 机会条件 F(2, 60) = 2.32 0.11 0.07 F(2, 60) = 13.08 < 0.001 0.30 

反馈阶段 × 实际结果 F(2, 60) = 4.20 0.021 0.12 F(2, 60) = 45.24 < 0.001 0.60 

机会条件 × 实际结果 F(4, 120) = 0.88 0.47 0.03 F(4, 120) = 2.27 0.079 0.07 

反馈阶段 × 机会条件 × 实际结果 F(4, 120) = 1.97 0.11 0.06 F(4, 120) = 0.63 0.59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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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 60) = 27.74, p < 0.001, ηp
2 = 0.48。OE 的愉悦感

评分高于 AI (p = 0.017)和 DI (p < 0.001), 且 AI 的

愉悦感评分显著高于 DI (p < 0.001)。反馈后, 机会

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7.59, p = 0.001, ηp
2 = 

0.20。OE 的愉悦感评分显著高于 DI (p = 0.002), 但

OE 和 AI, AI 和 DI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s > 0.10)。

当反馈阶段进入进一步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对于

AI, 反馈阶段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 30) = 0.95, p = 

0.34; 对于 OE, 反馈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F (1, 30) = 

20.70, p < 0.001, ηp
2 = 0.41。反馈前的愉悦感评分显

著高于反馈后的愉悦感评分(p < 0.001); 对于 DI, 

反馈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F (1, 30) = 11.34, p = 0.002, 

ηp
2 = 0.27。反馈后的愉悦感评分显著高于反馈前的

愉悦感评分(p = 0.002)。 

反馈阶段和实际结果的交互作用显著(表 2)。

当实际结果进入简单效应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 反

馈前, 实际结果的主效应不显著, F (2, 60) = 1.26, 

p = 0.29。反馈后, 实际结果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58.07, p < 0.001, ηp
2 = 0.66。赢的愉悦感评分显著高

于平局和输(ps < 0.001), 且平局的愉悦感评分显著

高于输(p < 0.001)。当反馈阶段进入简单效应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 对于赢, 反馈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F 
(1, 30) = 52.75, p < 0.001, ηp

2 = 0.64。反馈后的愉悦

感评分显著高于反馈前的愉悦感评分(p < 0.001); 

对于平局, 反馈阶段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 30) = 

0.25, p = 0.62; 对于输, 反馈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F 
(1, 30) = 40.21, p < 0.001, ηp

2 = 0.57。反馈前的愉悦

感评分显著高于反馈后的愉悦感评分(p < 0.001)。 

3.2  传统 ERP 分析结果 

图 2 展示了原始 FRN 和原始 P300 在 9 种条件

下的波形图、地形图。表 3 展示了原始波 FRN 和

P300 波幅的统计结果。 
 

 
 

图 2  原始 FRN 和原始 P300 在 9 种条件下的波形图、地形图、波幅的平均值及标准差。(A) 9 种条件在 9 个电极点

合并为一个电极点上的 FRN 和 P300 的波形图; (B) 9 种条件在 240~340 ms 时间窗内的 FRN 地形图和在 300~600 ms

时间窗内的 P300 地形图。彩色图见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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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九种条件反馈前后的公平感和愉悦感评分[M (SE)] 

变量 AI-W OE-W DI-W AI-D OE-D DI-D AI-L OE-L DI-L 

公平感评分          

反馈前 3.45(0.23) 5.03(0.25) 2.84(0.25) 3.45(0.28) 5.03(0.26) 2.77(0.27) 3.32(0.21) 5.00(0.26) 3.03(0.23)

反馈后 3.48(0.28) 5.39(0.22) 3.65(0.28) 3.65(0.25) 5.13(0.27) 3.35(0.25) 3.45(0.23) 4.45(0.29) 2.65(0.26)

愉悦感评分          

反馈前 4.03(0.24) 4.77(0.20) 2.65(0.22) 3.68(0.25) 4.71(0.23) 2.58(0.19) 3.90(0.22) 4.52(0.25) 3.10(0.20)

反馈后 4.84(0.21) 5.39(0.16) 4.39(0.28) 3.48(0.22) 3.97(0.26) 3.26(0.22) 2.71(0.24) 2.74(0.29) 2.29(0.19)

 

3.2.1  FRN 

结果显示, 机会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交互作用显

著(表 3)。当机会条件进入进一步分析, 结果显示, 

当被试赢时, 机会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 F (2, 60) = 

0.59, p = 0.53; 当平局时, 机会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4.26, p = 0.024, ηp
2 = 0.12。OE 比 AI 诱发

了更负的 FRN 波幅(p = 0.01), 但 OE 和 DI (p = 
0.99), AI 和 DI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11); 当被

试输时, 机会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4.61, 

p = 0.014, ηp
2 = 0.13。DI 比 OE 诱发了更负的 FRN

波幅(p = 0.022), AI 比 OE 诱发了更负的 FRN 波幅, 

两者之间的差异达到边缘显著性水平(p = 0.062), 

但 AI 和 DI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99)。 

当实际结果进入进一步分析, 结果显示, 在有

利机会不公平条件下, 实际结果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16.65, p < 0.001, ηp

2 = 0.36。平局(p = 0.004)

和输(p < 0.001)比赢诱发了更负的 FRN 波幅, 且输

比平局诱发的 FRN 波幅更负(p = 0.042); 在机会公

平条件下 , 实际结果的主效应显著 , F (2, 60) = 

15.61, p < 0.001, ηp
2 = 0.34。平局(p < 0.001)和输(p = 

0.019)比赢诱发了更负的 FRN 波幅, 且平局比输诱

发的 FRN 波幅更负, 两者之间的差异达到边缘显

著性水平(p = 0.072); 在不利机会不公平条件下 , 

实际结果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11.94, p < 0.001, 

ηp
2 = 0.28。平局(p = 0.005)和输(p < 0.001)比赢诱发

了更负的 FRN 波幅, 但平局和输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p = 0.99)。 

3.2.2  P300 

机会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机会

条件的主效应呈边缘显著(表 4)。事后比较显示, 三

种机会条件诱发的 P300 波幅之间无显著差异。实

际结果的主效应显著(表 4)。平局诱发的 P300 波幅

显著大于输(p = 0.027), 但平局和赢(p = 0.99), 输

和赢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11)。 

3.3  PCA-ERP 分析结果 

图 3 展示了 PCA-FRN 和 PCA-300 在不同条件

下的波形图、地形图、波幅的平均值及标准误。表

3 展示了 PCA-FRN 和 PCA-P300 波幅的统计结果。 

3.3.1  PCA-FRN 
根据所有时间和空间因子的平均碎石图, 选择

时间因子 2 和空间因子 1 (表 1)。统计结果显示, 机

会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交互作用显著(表 4)。当机会

条件进入进一步分析, 结果显示, 当被试赢时, 机

会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 F (2, 60) = 0.60, p = 0.54; 

当平局时, 机会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3.32, 

p = 0.049, ηp
2 = 0.10。OE 比 AI 诱发了更负的

PCA-FRN 波幅(p = 0.02), 但 OE 和 DI (p = 0.99), AI

和 DI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36); 当被试输时, 

机会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4.33, p = 0.019, 

ηp
2 = 0.13。DI 比 OE 诱发了更负的 PCA-FRN 波幅

(p = 0.017), AI 比 OE 诱发了更负的 PCA-FRN 波幅, 

两 者 之 间 的 差 异 达 到 统 计 边 缘 显 著 性 水 平 (p = 

0.074), 但 AI 和 DI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99)。 

当实际结果进入进一步分析, 结果显示, 在有 

 
表 4  FRN、P300、PCA-FRN、PCA-P300 统计结果 

ERP 成分 
机会条件 实际结果 机会条件 × 实际结果 

F (2, 60) p ηp
2 F (2, 60) p ηp

2 F (4, 120) p ηp
2 

FRN 2.06 0.14 0.06 22.61 < 0.001 0.43 3.99 0.007 0.12 

P300 2.79 0.071 0.09 3.80 0.03 0.11 1.55 0.21 0.05 

PCA-FRN 1.39 0.26 0.04 16.42 < 0.001 0.35 3.64 0.012 0.11 

PCA-P300 1.31 0.28 0.04 5.37 0.009 0.15 0.37 0.8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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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机会不公平条件下, 实际结果的主效应显著, F 
(2, 60) = 9.75, p = 0.001, ηp

2 = 0.25。平局(p = 0.027)

和输(p = 0.002)比赢诱发了更负的 PCA-FRN 波幅, 

但平局和输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16); 在机会公

平条件下 , 实际结果的主效应显著 , F (2, 60) = 

14.62, p < 0.001, ηp
2 = 0.33。平局(p < 0.001)和输(p = 

0.033)比赢诱发了更负的 PCA-FRN 波幅, 平局比

输诱发了更负的 PCA-FRN 波幅, 两者之间的差异

达到统计边缘显著性水平(p = 0.059); 在不利机会

不公平条件下, 实际结果的主效应显著, F(2, 60) = 

9.75, p < 0.001, ηp
2 = 0.25。平局(p = 0.008)和输(p = 

0.001)比赢诱发了更负的 PCA-FRN 波幅, 但平局

和输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99)。 

3.3.2  PCA-P300 
根据所有时间和空间因子的平均碎石图, 选择

时间因子 3 和空间因子 1 (表 1)。统计结果显示, 机 
 

 
 

图 3  PCA-FRN 和 PCA-P300 在 9 种条件下的波形图、地形图、波幅的平均值及标准差。(A) 9 种条件在 9 个电极点

合并为一个电极点后的 FRN 和 P300 的波形图; (B) 9 种条件在 240~340 ms 时间窗内的 PCA-FRN 地形图和在 300~600 

ms 时间窗内的 PCA-P300 地形图; (C)在 240~340 ms 时间窗内, 9 种条件在 9 个电极点合并为一个电极点后的 PCA-FRN

波幅的平均值及标准误和在 300~600 ms 时间窗内, 9 种条件在 9 个电极点合并为一个电极点后的 PCA-P300 波幅的平

均值及标准误。*p < 0.08; **p < 0.01。彩色图见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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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机会条件的

主效应不显著。实际结果的主效应显著(表 2)。事

后比较显示, 平局诱发的 PCA-P300 波幅显著大于

赢(p = 0.028)和输(p = 0.008), 但赢和输之间的差异

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99)。 

3.4  行为结果与 ERP 结果的相关 

对 9 种条件的行为数据(公平感和愉悦感)和

ERP 数据(FRN、P300、PCA-FRN、PCA-P300)进行

皮尔逊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在机会公平时被试赢

(OE-W)条件下, 主观公平感评分与 P300 波幅存在

边缘显著正相关(r = 0.32, p = 0.075), 主观愉悦感

评分与 P300 波幅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37, p = 

0.039), 主观公平感评分与愉悦感评分 PCA-P300

波幅存在边缘显著正相关(公平: r = 0.35, p = 0.056; 

愉悦: r = 0.32, p = 0.079); 在有利不公平时平局

(AI-D)条件下, 主观愉悦感评分与 PCA-P300 波幅

存在边缘显著正相关(r = 0.31, p = 0.086)。经 FDR 

(false positive rate)校正后 , 没有相关达到显著性

水平。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 ERPs 技术, 进一步在竞争性社会

背景下 , 探究机会公平对个体实际结果评价的影

响。行为结果显示, 机会公平对个体实际结果评价

的影响表现在愉悦感上。ERPs 的结果显示, 机会公

平对个体实际结果评价的影响表现在 FRN 波幅上, 

而不表现在 P300 波幅上。这些结果表明, 机会公

平影响个体对实际结果的评价, 主要表现在早期认

知加工阶段。 

行为结果显示, 机会公平对个人实际结果评价

的影响体现在愉悦感评分上。在愉悦感评分上, 机

会公平和个人实际结果的交互作用显著。无论个体

实际结果是赢、平局还是输, DI 的愉悦感评分均低

于 AI 和 OE, 这一结果与 Long 等(2018)一致, 表明

当个体的机会数被限制时 , 会引起强烈的不愉快

(Long et al., 2018; Bown et al., 2003)。这一结果拓展

了不公平厌恶理论, 表明与结果不公平类似, 不利

机 会 不 公 平 也 会 引 起 被 试 的 厌 恶 (Yang et al., 

2022)。在三种机会条件下, 赢的愉悦感评分均高于

平局和输。在 AI 和 DI 条件下, 平局和输的愉悦感

评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这与我们的预测一致, 因

为以往关于平局的研究发现, 人们对平局反应与输

类似(Dyson et al., 2020; Holroyd et al., 2006)。但与

我们预测不一致的是, 在 OE 条件下, 平局的愉悦

感评分显著高于输, 可能的原因是机会公平且结果

也公平是人们倾向的目标, 因而在机会公平条件下, 

平局的愉悦感评分显著高于输。我们的研究也进一

步发现, 反馈阶段和实际结果的交互作用显著, 当

被试赢时, 反馈后的愉悦感评分显著高于反馈前的

愉悦感评分, 当被试输时, 反馈前的愉悦感评分显

著高于反馈后的愉悦感评分, 表明当被试赢和输时, 

反馈后的个人实际结果反馈会遮蔽反馈前机会公

平效应。Yang 等(2022)的研究也发现, 相对于机会

公平, 个体更注重个人实际结果反馈。与我们预测

不一致的是, 对于平局, 反馈前后的愉悦感评分无

显著差异, 可能的原因是平局没有实际的损失和收

益, 因此反馈前后的愉悦感无变化。 

脑电结果显示, 机会公平影响个人实际结果评

价体现在 FRN 波幅上。原始 FRN 和 PCA-FRN 结

果均显示, 机会条件与实际结果存在交互作用。然

而在 Long 等(2018)的 FRN 结果中, 没有发现机会

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交互作用。这种不一致可能是由

于在 Long 等(2022)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局限导致的。

在实验设计方面, Long 等(2018)的研究没有控制主

观预期与实际结果的不一致(Yang et al., 2022), 也

没有控制被试机会数量的改变对结果评价的影响

(Zhang et al., 2021; Long et al., 2022)。在 ERP 测量

方面, 他们没有控制 FRN 与 P300 的重叠。 

在三种机会条件下, 输和平局均比赢诱发了更

负的 FRN 和 PCA-FRN 波幅, 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

一致(Dyson et al., 2020; Funkhouser et al., 2020; 

Hajcak et al., 2006; Holroy et al., 2006; Huang & Yu, 

2014; Kujawa et al., 2013; Li et al., 2016; Müller et 

al., 2005)。在 AI 和 DI 条件下, 输和平局诱发的原

始 FRN 和 PCA-FRN 波幅均无显著差异, 这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一致(Dyson et al., 2020; Hajcak et al., 

2006; Holroy et al., 2006; Kujawa et al., 2013), 表明

FRN 反 映 的 是 实 际 结 果 好 坏 的 快 速 二 分 判 断

(Hajcak et al., 2006; Janssen et al., 2016)。在 OE 条

件 下 , 平 局 比 输 诱 发 了 更 大 的 原 始 FRN 和

PCA-FRN 波幅。以往的研究发现, FRN 受到动机凸

显的影响 , 通常意外结果引起的 FRN 波幅更负

(Wang et al., 2022; Hauser et al., 2014; Stewardson & 

Sambrook, 2023)。在我们的研究中, 机会公平时平

局出现的概率为九分之一, 而其他的 8 种条件都带

有机会或结果的不平等, 被试可能对这一小概率事

件感到惊讶 , 因此 , 在 OE 条件下 , 平局诱发的

FRN 波幅比输更大。这一假设也得到了以往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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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例如, 在 Müller 等(2005)的研究中, 正性、

中性和负性反馈的比例为 5 : 2 : 5, 中性反馈为小

概率刺激, 因此, 在他们的研究中, 中性反馈比负

性反馈诱发了更大的 FRN 波幅。 

当被试赢时, 三种机会条件诱发的原始 FRN

和 PCA-FRN 波幅无显著差异。当被试赢时, 被试

达到了目的, 而赢家不抱怨竞争环境的公平性(Xie 

et al., 2022; Hansson et al., 2021)。因此, 三种机会

条件诱发的原始 FRN 和 PCA-FRN 波幅无显著差

异。当平局时, OE 比 AI 诱发了更负的 PCA-FRN

波幅。如前所述, FRN 受凸显预期错误的影响, 通

常小概率事件引起的 FRN 波幅更负(Huang & Yu, 

2014; Müller et al., 2005)。机会公平且结果也公平

在实验任务中属小概率事件 , 因此诱发了更大的

FRN 和 PCA-FRN 波幅。当被试输时, AI 和 DI 比

OE 诱发了更负的原始 FRN 和 PCA-FRN 波幅, 但

AI 和 DI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 

当被试输时 , 寻求公平的欲望更加强烈 (Hansson 

et al., 2021; Trautmann & van de Kuilen, 2016)。FRN

作为偏离公平规范的指标 , 对公平违反特别敏感

(Hu & Mai, 2021; Liu et al., 2022; Rodrigues et al., 

2022)。有研究表明, 违反社会规范(即不公平分配

方案)可能比遵守社会规范(即公平分配)引起更大

的 FRN 波幅(Massi & Luhmann, 2015; Kaltwasser et 

al., 2016)。因此, 在我们的研究中, 当被试输时, 不

公平机会条件(有利机会不公平和不利机会不公平

条件)比机会公平条件诱发了更大的原始 FRN 和

PCA-FRN 波幅, 表明当被试输时, 人们会对机会

不公平更加敏感。在以往研究结果公平的文献中, 

也观察到类似的 FRN 模式, 即结果不公平比结果

公平诱发了更负的 FRN 波幅(Hu & Mai, 2021; Liu 

et al., 2022; Rodrigues et al., 2022), 这表明在某些

情况下 , 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可能有类似的心理

基础。 

FRN 的另一种理论解释是, FRN 反映的是情绪

系统的活动, 特别是积极情绪的启动效应, 即先前

的赢会使下一次赢诱发更正的 FRN 波幅(Mushtaq 

et al., 2016)。根据这种假说, 有利不公平和公平条

件下(积极情绪)的赢会比不利不公平条件下的赢诱

发更正的 FRN 波幅。这与本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 

在 本 研 究 中 , 三 种 机 会 条 件 下 的 赢 诱 发 的 原 始

FRN 和 PCA-FRN 波幅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表明本

研究中, FRN 主要不是情绪系统的活动。 

机会公平对个人实际结果评价的影响不体现

在 P300 波幅上, 无论是原始 P300 还是 PCA-P300

波幅, 机会公平与实际结果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交互

作用。不同机会条件诱发的原始 P300 与 PCA-P300

波幅差异均不显著。这与 Long 等(2022)的研究结果

一致(见该文补充材料)。然而, 这一结果与 Long 等

(2018)的结果不一致。如前所述, 产生不一致的原

因可能是 Long 等(2018)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处理方

面的局限导致的。PCA-P300 结果显示, 平局诱发

的 PCA-P300 波幅大于赢和输, 但赢和输之间的差

异不显著。这表明在后期加工阶段, P300 波幅主要

受个体实际结果的调节。P300 可以被一系列因素调

节：动机(Hajcak & Foti, 2020)、反馈效价和大小(Wu 

& Zhou, 2009)、注意(Polich, 2007)、情绪(Hajcak 

et al., 2010)和任务相关性(Kok, 2001)。Yang 等(2022)

提出的“人们对结果公平的关注强于机会公平”, 被

试更重视结果公平, 因此, 被试对平局(结果公平)

投 入 了 更 多 的 注 意 , 诱 发 了 比 输 和 赢 更 大 的

PCA-P300 波幅。这一假设与已有的文献一致。先

前的研究表明, P300 波幅与注意力分配和高水平动

机/情感显著性有关 , 对个体更有意义和投入了更

多注意的结果, 会诱发更大的 P300 波幅(Hajcak & 

Foti, 2020)。 

本研究的结果做出了一些理论上的贡献。首先,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 Yang 等(2022)提出的“人

们对结果公平的关注强于机会公平”的假说。Aoki

等(2014)仅揭示了机会不公平与机会公平条件的脑

空间激活上存在显著差异, 没有进一步研究揭示机

会公平如何影响后续的个人实际结果的评价。本研

究通过测量机会公平对个人实际结果评价的 ERP

反应, 揭示了机会公平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人实际

结果的评价过程。本研究结果与 Long 等(2022)的结

果表明, 无论是竞争性社会背景还是非竞争社会背

景 , 机会公平都只影响个人实际结果的早期阶段 , 

不影响晚期阶段。机会公平影响结果评价的早期阶

段, 表明在结果评价的早期阶段, 人们存在机会公

平的敏感性。然而, 机会公平不影响个人实际结果

评价的晚期阶段, 表明人们在结果评价的晚期阶段

更关注实际结果本身。同时, 在本研究中, 公平的

结果(平局)比不公平的结果(无论是输还是赢)诱发

了更大的 PCA-P300 波幅, 进一步表明人们更重视

结果公平, 这为 Yang 等(2022)提出的“人们对结果

公平的关注强于机会公平”的假说提供了进一步的

证据。其次, 本研究可以拓展对公平领域的理解。

公平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辩论是公平判断的直觉反



第 12 期 尤婷婷 等: 机会公平在早期加工阶段影响个体实际结果的评价 2009 

 

应是对公平本身还是对自己的利益。一些研究者认

为公平判断是对公平本身的直觉, 人们进行公平判

断时, 先判断是否符合社会的规范, 然后再整合自

己的利益和社会规则(Rand, 2016; Hallsson et al., 

2018)。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公平判断是对自己的

利益的直觉, 然后抑制自己的利益, 再根据社会规

则 做 出 判 断 (Long et al. 2022; Yoder & Decety, 

2020)。在本研究中, 当被试赢时, 三种机会公平条

件诱发的 FRN 差异不显著, 这表明被试赢时, 自己

的利益已经达成。而在被试输时, 自己的利益受损, 

被试可能需要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例如, 为

自己的损失寻找理由), 因而对公平更敏感 , 反映

在 FRN 波幅差异上。这些结果表明在公平判断时, 

自己的利益是直觉的反应 , 支持自我利益优先的

假设。 

本研究的结果存在潜在的应用价值。本研究发

现, 在被试输时, 被试对机会公平敏感, 表明在实

际生活中, 对处境不利的人群, 应更加重视其机会

公平感。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 我们的研究

没有捕获到机会条件和个人实际结果在公平感方

面的交互作用, 这与 Yang 等(2022)的研究不一致。

可能的原因是, 在 Yang 等(2022)的研究中, 他们要

求被试逐次评每个试次的公平感, 而我们的研究仅

脑电实验结束后对每个条件进行了一次评价。与我

们的研究相比, Yang 等(2022)的结果更为稳定。但

是, 在我们的研究中, 发现反馈阶段和实际结果的

交互作用显著, 这与 Yang 等(2022)的结果一致。在

我们的研究中, 当被试赢时, 反馈后的公平感评分

显著高于反馈前, 当被试输时, 反馈前后的公平感

评分无差异, 这与 Yang 等(2022)的研究结果一致。

Yang 等(2022)的结果表明, 只要被试赢了, 反馈后

的公平感显著高于反馈前; 当被试输了而对手赢了

时, 反馈前后公平感评级没有显著变化。与我们预

测不一致的是, 当平局时, 反馈前后的公平感评分

无显著差异。在 Yang 等(2022)的研究结果中, 当被

试赢了对手也赢了 , 或者当被试输了对手也输了 , 

此时, 反馈后的公平感也显著高于反馈前。出现差

异的可能原因是, 平局是双方没有损失, 也没有收

益, 并不是双方的结果一样, 因此, 反馈前后的公

平感评分无显著差异。同时 ,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 , 

对于公平感评分, OE 的公平感评分最高, AI 次之, 

DI 的公平感评分最低。这与 Long 等(2018)的结果

一致, 表明人们偏好机会公平。 

其次, 原始 P300 和 PCA-P300 波幅统计结果不

一致。在原始波 P300 中, 仅发现平局诱发的 P300

波幅显著大于输; 但 PCA-P300 结果显示, 平局诱

发的 PCA-P300 波幅显著大于赢和输, 赢和输之间

的差异不显著。原始 ERP 和 PCA-ERP 结果产生差

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测量方法的不同。先前的研究

也发现, 原始 ERP 成分和 PCA 之后的 ERP 成分统

计结果有时会不一致 (Zhang et al., 2021; Gheza, 

Paul et al., 2018; Gheza, Raedt et al., 2018; Krigolson, 

2018)。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在结果处理过程中考虑

ERP 测量方法问题。由于 PCA 分析能更好的控制

成分重叠(Dien, 2010; Krigolson, 2018), 因此我们

更偏好 PCA-P300 的统计结果。 

最后 , 本研究的实验任务与大多数研究相似 , 

采用的经济领域的赌博范式。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其

他领域研究机会公平感知对行为的影响, 比如在工

作、娱乐、社交、选举等情景中, 机会公平对人们

行为模式的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 ERPs 技术, 探究在竞争性社会情

境中, 机会公平影响个人实际结果评价的时间加工

进程。行为结果发现, OE 的公平感评分最高, AI 次

之, DI 的公平感评分最低, 表明个体追求机会公

平。同时, 对于愉悦感评分, 机会条件和实际结果

的交互作用显著, 表明, 机会公平会影响个人实际

结果评价。对个体实际结果出现后诱发的 ERP 反

应进行分析, 发现无论是原始 FRN 还是 PCA-FRN

波幅, 机会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交互作用显著。当被

试 赢 时 , 三 种 机 会 条 件 诱 发 的 原 始 FRN 和

PCA-FRN 波幅无显著差异, 表明被试达到了目标; 

当平局时, OE 比 AI 诱发了更负的原始 FRN 和

PCA-FRN 波幅, 表明机会公平结果也公平这一小

概率事件诱发了凸显的预期错误; 当被试输时, AI

和 DI 比 OE 诱发了更负的 PCA-FRN 波幅, 表明当

被试输时, 对机会不公平更加敏感。这些结果表明, 

机会公平在认知加工的早期阶段影响个体实际结

果的评价, 对处境不利的群体, 应该更重视其机会

公平感的获得。同时, 研究也发现, 关于 P300, 仅实

际结果诱发的 PCA-P300 波幅差异显著, 平局比输

和赢诱发了更大的 PCA-P300 波幅, 这表明在个体实

际结果评价的晚期加工阶段, 更重视结果公平, 对公

平的结果投入了更多的注意资源。这些结果支持了

“人们对结果公平的关注强于机会公平”这一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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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in)equity affects outcome evaluation at an early cognitive stage 

YOU Tingting, ZHANG Liping, QI Guomei, LONG Chang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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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portunity equity is highly desired in human socie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pportunity 

(in)equity influences the evaluation of subsequent outcomes. However,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is influence 

occurs only at an early cognitive stage or extends to a late cognitive stage as well.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people 

seem to be more committed to outcome equity than opportunity equity,” we hypothesized that opportunity 

(in)equity would affect outcome evaluation at an early stage in the cognitive process, but not at a late stage. 

Additionally, we indicate how limit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data analysis of previous studies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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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ffected their conclusions. 

To examine the cognitive stage at which opportunity (in)equity influences outcome evaluations in a 

competitive social context, we recruited 31 college students (19 females, 19.52 ± 1.46 years) to participate in a 

competitive two-person choice game with their opponents. To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redictions and the effect of varied choice numbers, we designed the game so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d 

four cards in all trials. In contrast, their opponents randomly received two, four, or six cards in each trial, 

creating three opportunity conditions: advantageous opportunity inequity (AI), opportunity equity (OE), and 

disadvantageous opportunity inequity (DI). Both players selected only one card from the available options to 

compare their outcomes, which could result in a win, draw, or loss. Similar to previous studies, we recorded and 

analyzed event-related potential responses to actual outcomes, focusing on 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 (FRN) 

and P300. We perform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disentangle the overlap of FRN and P300.  

The analysis of behavioral results of our study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opportunities 

and outcomes in relation to subjective pleasantness rating scores, indicating that opportunity (in)equity indeed 

influenced outcome evaluation. Furthermore, we foun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opportunities and 

outcomes for both the original and PCA-FRN amplitudes, indicating that opportunity (in)equity affected 

outcome evaluation at an early cognitive stage. Specifically, when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a wi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riginal and PCA-FRN amplitudes among the three opportunity conditions. In 

contrast, when participants lost, AI and DI elicited more negative original and PCA-FRN amplitudes than OE, 

suggesting that participants were sensitive to opportunity equity in the context of loss. Moreover, we did not fin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opportunities and outcomes, nor a main effect of opportunities, for either the 

original or PCA-P300 amplitude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opportunity (in)equity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outcome evaluation at a late cognitive stage. Notably, draws elicited larger PCA-P300 amplitudes 

compared to wins and losses, indicating that participants were sensitive to outcome equity.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opportunity (in)equity influences outcome evaluation at an early 

cognitive stage but not at a late stage. Thes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intricate temporal 

dynamic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pportunity equity and actual outcomes, and contribute to fostering a more 

equitabl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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